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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民法典》对生命权内涵的扩充引起学界热议的同时，关于危险引入者不作为侵权的民事责任以及一般

救助义务的明确化等问题也值得深思。有关见死不救的刑事化问题一直是学界讨论的热点，但对于该类

案件中受助者的民事补充责任以及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的法定救助义务并未深入研究。本文旨在通

过对此案的研究，探究危险引入者的救助义务，推动危险引入者救助义务的法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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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xpansion of the connotation of the right to life in the Civil Code has aroused heated discus-
sion in the academic circle. At the same time, it is also worth pondering on the civil liability of the 
infringer’s omission and the clarification of the general relief obligation. The criminalization of 
death without rescue has always been a hot topic in academic circles. However, there is no in- 
depth study on the civil supplementary liability of the recipients in such cases and the legal relief 
obligations of the right to life, body and health.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xplore the rescue 
obligation of dangerous introducers and promote the legalization of the rescue obligation of dan-
gerous introducers through the study of this 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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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从西周时期的“以德配天，明德慎罚”，到汉朝时期的“德主刑辅，礼刑并用”，再到现如今坚持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德”字始终贯穿于中国法制发展的进程中。国家稳定和社会治理需要法

律和道德共同发挥作用。 
但是道德的教化作用由于不具有强制性，其在某些特定的时候需要以法律作为保障甚至将某些道德

义务上升至法律规定时才会让人们自发遵守。见义勇为的优良传统一直为人们所认可，但近些年来一些

典型案件的发生却让人痛心，其中最为引人瞩目的便是热度不减的江歌案。由此引起的危难救助义务法

定化探讨也并未停歇。 

2. 救助义务之概念厘清 

在救助义务法定化提出前，刑法学界对于见死不救入刑的激烈讨论早已开始。但随着《民法典》的

出台，生命权的内涵得以扩展，关于自然人的生存质量、生命权益的讨论得以上升到新的高度。我国刑

法以谦抑性为原则，因此不存在主观恶意的见死不救被判处重罪也不符合慎刑思想。对危险引入者的救

助义务法定化亟待提升日程。 
有学者认为，救助义务系指行为人应当釆取措施帮助人身或财产处于危险境地的他人摆脱困境。也

有学者认为救助义务是指对他人施救、提供帮助的一种作为义务如法定义务、由先行行为引致的救助义

务或特定职务、业务要求的救助义务。 
但对于救助义务概念的争论似乎多方都在自说自话，并没有在同一个标准下进行衡量和比较。就以

上救助义务的概念可以见得，抛开先前行为、法定义务以及特定职务、业务的要求，救助义务的所包含

的义务类型似乎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实际上也加大了法官在审理案件时的难度，进而将部分民法原则援

引到判决中作为裁判的依据。同时，法律一经制定便具有滞后性，随着社会的发展，当前的法定的救助

义务的内容已经不能满足法官在审理案件中的实际需要，越来越多的案件在经过社会热议后，舆论的导

向往往会对判决结果产生一定的影响。笔者认为，救助义务的概念应为：因自身原因导致他人陷入危难，

应当采取积极行动减轻或免除该不利后果的义务。[1] 

3. 危险引入者救助义务之制度根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1002 条和 1004 规定自然人享有生命权和健康权且不受任何组织或者个

人侵害。人权实现的物质前提是生命存续，保护生命利益免受侵害的救助义务也是人权内容的应然要素。 

3.1. 生命健康权是人享有其他权利前提和基础 

生命权益作为人权最高价值当然处于最高的价值位阶。在奉行民主主义且尊重公民的意思自治的国

家，即使再强调以法律保障人的自由，当面意思自治与生命权产生冲突时，意思自治理应让步。每个人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3.1110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姜文浩 
 

 

DOI: 10.12677/ojls.2023.111040 286 法学 
 

都有权利在面对危难无法自救的境况之下，从社会或他人获得救助，即便是没有法律关系的陌生人也应

积极保护他人的生命权。 

3.2. 现实因素之社会风险的分担 

公民的合法权益随着人类自身实践活动的丰富遭致损害的社会风险日趋增大。在法律制度中要求受

害人的一切社会活动完全自担风险显然有违公平原则。因此法律制度的设计最基本的要求便是合理分担

社会风险，缓和社会矛盾，节约司法资源，维系人类社会的生存需要。[2]《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也应当

根据社会实际需要作出调整。笔者认为，危险引入者救助义务的法定化是达到公平的分担社会风险较为

合理的选择。功利社会中人们只为自身利益考虑，却忽略了社会由个体组成，每个个体因具有社会性都

应承担为社会整体利益服务的义务。义务的承担并非单纯地利他，更是为自己的生命存续创造积极条件。

在社会生存中遭遇困难和危难时，任何人都有权且希望得到他人的救助。萨缪尔·普芬道夫认为：“义

务的履行是为了维护共同的社会性：在方便的情况下，每个人都应该做到对他人是有用的。不去伤害或

者侮辱别人并不足够。”[3]将危险引入者救助义务法定化具有权义复合性，该制度不只是履行保护他人

利益的义务，也是在保护自己的权利实现，即在自身可能遭受危难时获得他人救助的权利。 

3.3. 自由的行使应以法律作为底线 

真正的自由并非毫无限制，自由需要以法律作为边界。自由法学派同样认可对个人的自由应以进行

合理限制，并支持追究在一定情况下不作为者的法律责任。个人是社会中的一员，其自由必然受社会利

益的影响和限制。虽然自由是人类的终极价值目标，但生命利益是人的根本利益。 
危险引入者救助义务的法律化虽然意味着个人自由的边界缩小，但从价值位阶而言，生命和健康利

益优于个人自由的利益。要让危险引入者承担这份救助义务，则其背后应存在等价的权益。康德的目的

论指出应该为保护人的自主能力，有权利寻求救济的同时意味着我们有义务在他人生命受到重大威胁时

提供救助。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受害者，危险引入者的救助行为不仅维护的是受害人的个人利益，也维

护了公共利益，不仅保护了受害人个人的自由，也保护了广义的自由。[4] 

4. 承担救助义务之前提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五条规定，负有法定救助义务的组织或者个人应当在自然

人生命权益处于危难之时即使施救。因此笔者认为，危险引入者履行救助义务应具备三个条件。 

4.1. 危险引入者与危险承受者之间需要形成一定的救助关系 

我国现有的民事法律法规缺乏针对救助关系的明确规定，导致司法实践在江歌案等类似案件中需要

适用民法基本原则以及道德准则来加以界定，最终的案件审理结果虽然符合民众朴素的价值观及情感的

要求，但是法官毕竟是法律的执行者，作出任何裁判应当于法有据。因此，这种救助关系应当在立法层

面加以细化。 
江歌案中，刘暖曦与江歌为同在日本留学的好友，刘暖曦因与男友陈世峰发生感情纠葛遭到其纠缠

滋扰，身陷困境的刘暖曦向江歌寻求帮助，江歌热心收留刘暖曦与自己同住两个月，为其提供了安全的

居所，并实施了劝解、救助和保护行为，双方在友情基础上形成了一定的救助关系，作为危险引入者和

被救助者，刘暖曦负有必要的注意义务及安全保障义务。[5] 

4.2. 危险引入者主观上意识到危险存在 

危险引入者对于即将发生的危险是有预知的，但应当将判断标准界定在当时的紧迫情形下，而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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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事后理性人的视角进行判断。江歌案中，刘暖曦在面临陈世峰不法侵害的紧迫危险之时，主观上能够

清楚认识到危险发生的可能。而其为求自保而置他人的生命安全于不顾，将江歌阻挡在自己居所门外被

杀害，显然江歌之死与其关门行为具有因果关系。刘暖曦对侵害危险具有更为清晰的认知。刘暖曦基于

恋爱关系对陈世峰的性格特点应有所了解，对其不法行为的危险性应有所认知和预判。陈世峰作出的跟

踪、纠缠、恐吓行为危险性逐步升级。而事发当晚刘暖曦曾发送信息请求江歌在地铁出口等候并一同返

回公寓，说明刘暖曦当时预见到自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对潜在的侵害危险有所感知。 

4.3. 危险引入者并未尽到注意义务及安全保障义务 

《牛津法律大词典》将注意义务定性为一种法律义务，认为注意义务具有双重性，首先，行为人对

受害人负有注意义务；其次，若行为人违反了注意义务致受害人损害，则对受害人负有赔偿义务。安全

保障义务也叫安全注意义务，是指从事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群众性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应尽的

合理限度范围内的使他人免受人身及财产损害的义务。[6] 
江歌案中，刘暖曦将江歌引入因其个人感情纠葛引发的侵害危险之中，刘暖曦并没有充分尽到善意

提醒和诚实告知的注意义务。案发之时，在面临陈世峰实施不法侵害紧迫危险的情况下，刘暖曦先行一

步进入公寓，并出于保障自身安全的考虑将房门关上并锁闭，致使江歌被阻挡在自己居所的门外，完全

暴露在不法侵害之下，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之中，从而受到严重伤害失去生命，刘暖曦显然未尽到上述

义务。 

5. 关于救助义务法定化制度的立法建议 

救助义务法定化尽管成为当前的立法趋势，但是应当将这种法定化限定于一个合理的维度之内，避

免出现法律泛化的现象，而使得道德与法律混为一谈。有观点指出将见危不救行为入刑的正当性依据在

于它对利益的不法损害。然而刑法的谦抑性的核心在于保障人权，惩罚犯罪的目的也是为了将犯罪人向

良善的方向规劝。见危不救行为入刑不仅扩大了刑法的打击范围，也无疑增加了司法机关的办案数量，

不利于更好地打击、惩治犯罪。因此，将危险引入者的救助义务纳入法定救助义务之范围，并对其限度

加以准确界定更有利于调节社会矛盾，节约司法资源。制度设计宜从如下数端入手： 

5.1. 扩展负有安全保障义务主体内容 

《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中对安全保障义务的主体界定仅是有限的列举，不足以适应当前案件办理的

需要。而救助义务作为安全保障义务的下位概念，在法定化的过程中应当扩展上位概念的主体内容。笔

者认为可以将危险源制造者和实际控制者认定为安全保障义务的义务主体。因为危险制造者的作为也即

其侵权行为事实上威胁着受害人的法益；而危险实际控者的不作为不仅未保障受害人的生命利益，反而

使受害者深处危难之中。简言之，在作为行为中危险源制造者主动开启具有法律意义的因果链，危险实

际控制者(危险引入者)未采取积极行动切断这一因果链，二者在侵权过程中均有不同程度的故意和过错，

契合侵权责任的闭环判断，应当其行为承担民事责任。[7] 

5.2. 适用过错推定原则 

《民法典》侵权责任编对于未履行救助义务的归责原则没有明确规定，而《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

条关于“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定似乎也过于严苛。实践中，受害人往往因受伤或身亡而出现举证困难的

情况，诸如江歌案的现场取证也颇费周折。笔者认为，对未积极履行义务人适宜采用过错推定原则，即

当损害结果出现后该主体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则推定其有过错。在减轻甚至免除了受害人的证明责

任的同时有利于保护受害人及其亲属的合法权益，也能督促义务主体更好地履行救助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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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明确救助能力判断标准 

救助能力的有无决定了救助人是否具有主观上的过错。若要求无救助能力人在明知不可能救助成功

时仍必须实施救助行为，不仅违背公平原则和一般社会认知，也是对生命价值的亵渎和压迫。笔者认为，

可分为有救助能力的见死不救和无救助能力的见死不救两种类型。实践中常有大学生见义勇为营救落水

儿童的事件出现，比如曾轰动一时的“天价捞尸船”案[8]，大学生救助落水儿童时，一艘渔船停在附近

且工具齐全。救助无果的大学生多次跪求船主救援却遭到拒绝，为争取打捞劳务费的船主声称“活人不

救，只捞尸体”。此案中船主处在大学生下水救人处附近且有船只，能够打捞尸体也说明其具备相当的

救助能力。因此船主的行为明显存在主观过错，属于有救助能力的见死不救，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6. 结语 

将危险引入者的救助义务从道德要求上升为法律义务符合《民法典》的立法精神，是秉持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对生命权的进一步保障，在充分利用法律的强制效力的基础上来填补道德约束力的漏

洞和疲软，通过立法促进人们积极履行救助义务，同时加强对处于危难情况下的救助者的合法权益的保

障。但危险引入者救助义务的法定化不应操之过急。道德与法律不能相互替代，法律也不强人所难，故

在确立危险引入者救助义务制度时应当谨慎而行，在不侵害个人自由的基础上进行道德向法律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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